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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女性服饰

蒋 彦

唐朝盛世的灿烂文化自然离不开服饰的装点，

因为服饰是每一个时代最为形象和最为直观的“档
案”。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巅峰的唐代，在服饰文
化上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无疑为后世树立了一座
丰碑。从山西永乐宫的壁画以及唐代著名仕女画家
张萱、周昉的传世作品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那种女
着袒装的雍容华贵、女扮男装的飘逸俏丽以及女着
胡服的干练秀俊。同时，历代的文人墨客也为此留下
了精彩的吟咏，如方干《赠美人》中的“粉胸半掩疑暗
雪”、李群玉《赠歌姬》中的“胸前瑞雪灯斜照”、元稹
的“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物胡乐”等，通过这些
精当的描述，也可以让我们对唐朝女性的服饰及着

装特色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唐朝时一方面南

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与齐梁新声相互取长

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
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
异国的礼仪、服装、音乐、美术以及各种宗教及文化
观念的大交流、大融合。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唐代丝织
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而外来文化的注

入又使得女性着装观念的开放成为可能，于是才出

现了诸多艺术作品里所勾勒出的唐代女性在服饰装

束上那种“显山露水”、标新立异的风韵。
唐代女性崇尚红色，喜用红、绿两种色彩来装扮

自己：或衣衫用红色，裙子用绿色；或裙子用红色，衣

衫用绿色。从《虢国夫人游春图》及《调琴啜茗图》中
都可以看到这种装扮的习好。然而就布帛的颜色而
论，是绝不止于这两种的，单红色类，就有大红、正
红、粉红、水红、杏红、桃红、梅红、石榴红、银红、茜
红、焦红、血红、猩红、退红、乌红、绛红等十几种，绿
色类也分官绿、碧绿、明绿、柳绿、葵绿、苔绿、豆绿
等。除此之外，明黄、土黄、嫩黄、莺黄、鹅黄、淡黄、藤
黄等黄色类，真紫、北紫、油紫、大紫、墨紫等紫色类，
品蓝、宝蓝、深蓝、湖蓝、天蓝等蓝色类以及蟹青、蛋
清、粉青、天青等青色类也都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从
质料上看，分绫、罗、锦、纱、縠、绢、绣、绒等品种。唐
绫大多以纹样命名，常见的幼鹤绫、缭绫、独窠绫、梁

窠绫、四窠绫、鱼口绫、镜花绫、云花绫、仙纹绫、葡萄
绫、双距绫、马眼绫等。其中尤以缭绫最为珍贵。白居
易曾作有《缭绫》一诗，对这种织物作了生动的描绘：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
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
烟花簇雪。”此外，元稹的《织妇词》、司马札的《蚕
女》、王建的《当窗织》中，也都有关于这种织物的描
述。色彩和质料的丰富也为唐代女性服饰的极大发
展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社会，从统治阶级到下层平

民似乎对女子头戴冪篱、身着男装袍裤的形象都抱
以默允的态度，以致女性男装化的风尚在开元天宝

年间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中华古今注》明确记录
了唐朝女着男装的情景：“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
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旧唐书·舆服志》载：
“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可
见当时世人对此风尚的态度。《新唐书·五行志》载：
“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
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
官，何为此装束？’”这一个笑字似乎完全瓦解了上层
社会对女着男装的敌意，反而添增了几许鼓励。懿德
太子墓的墓门石刻，至今还保留着两个头戴浑脱幅，

上着小袖宽领衣，下着波斯条纹锦镶边长裤，足蹬软

底镂空锦靴的女扮男装形象，给后人提供了这种风

尚的最为直观的视觉形象。
开放的风气造就了唐人浪漫而又富有革新的精

神。在对外交往频繁、对内随意自由的宽松环境下，
女性争奇斗艳、不拘一格的着衣风格成为历史的必
然。这是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也是文化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必然结果。而在
今天，这朵眩目耀眼的奇葩也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上

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

（作者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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